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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般認為台灣的電視事業發展以一九六二年十月十日由台灣電視公司（台視）開播之日為

始。亦有認為教育電視實驗廣播電台於一九六二年二月十四日之開播為台灣電視事業之始（中華

民國電視年鑑，1976：6）。的確，就電視節目的生產者與提供者角度看來，電視事業與市場確實

是由此二機構成形並展開。多年來傳播學界已經基於此認識之上完成不少以電視產業的政策分析

以及政治經濟學導向的研究，這些研究將電視台設立後的內部政策、資金結構、和當時的國家政

策做了非常詳盡的分析與紀錄(蘇蘅，1992；馮建三，1995；程宗明，2002；蔡琰，2002；張時健，

2005；林麗雲，2005)。目前台灣的傳播史研究多著重於建制化過程的政策討論，多數研究都是

以電視台成立的內部結構問題為主，這些研究的關切是電視台體制的弊病所導致的問題與可能的

修正方向，或有以比較研究為取徑，或有以體制批判為主旨，這幾乎已經是所有台灣的傳播史研

究的主要題旨。 

本研究從物質文化的問題著手探究電視的角色，即「這個社會如何想像、討論、並安置電視？」

也就是說，本研究將電視理解為一個具有文化意義的機械，而不只是一具由電子板和映像管拼湊

而成的科技中介物﹔不將它視為內容的媒介，而將它視為一個物質性的內容(texts in a material 

form)﹔不將它視為資本的產值，而將它視為產生資本的關鍵物。這是一個「視電視為文化物件」

的文化研究，試圖將電視置於它出現在這個社會的時間點上，探究它生產、製造、散佈、型塑的

可能條件，嘗試了解它所引發的爭議、它所依循的權力關係以及它所誘發的社會想像。 

作為一個高度受到國家機器關切的科技產業與文化事業之承載物，電視鑲嵌進入台灣社會的

過程除了黨國的資本與政治權力的複雜運作之外，電視也可能強化某些既存的意識形態。當時的

文化型構也一樣被動員起來吸納、定義並安置電視的位置──在社會的位置，在文化的位置，在

家庭裡的位置。在本研究不僅將這個過程理解為科技產品與社會條件交互型塑的過程，也將之視

為一種社會對話的過程。 

這樣一個以某特定物件為主題的研究涉及一定程度的歷史視野、事件描述、和時代意義的召

喚，希望在拼湊的同時，能夠指認、理解、詮釋過去和當下的差異性或一致性。如此希望能夠開

啟一種論述過去的可能，也能夠對此刻重新創造的記憶言說有所反省。當然，這個研究本身自然

也參與了當下對於傳播史的論述型構，這些論述除了制度缺陷的體制問題檢討之外，也包含眾多

的政治經濟研究所提出的反省。也正是在這樣的認識基礎上，經由交錯的參照和反省，本研究試

圖重新審視某些事實，試著梳理始終不曾缺席的全球結構性力量、由強勢國家所主導的現代計

畫、當時控制台灣的威權體制的政治運作、被稱之為「冷戰時代」的論述條件，從而希望更明確

標誌出當下現況的何所來，何所指。換言之，本研究除了檢視造成現狀的諸多條件之外，也探索

了被摒棄、被排除、沒有完成的其他可能性──那些在建制化之後被遺忘的失敗條件(the historical 

possibilities that failed to come through)。 

因此，雖然台灣的電視台設立於一九六二年，本論文探討的時代最早迴溯至一九五四年，是

韓戰停火協定(一九五三年七月廿七日)後的一年，也是「中美共同防禦協定」簽署的一年。因韓

戰故，東亞國家的軍事與經濟關係進入另一種以反共為主的冷戰關係，這個新的國際軍事關係和

反共意識形態不斷發酵，於越戰期間達至最高峰，並持續至一九八 0 年代中晚期，支配了東亞的

政治經濟結構長達卅年之久，甚至於如今南北韓和台灣海峽問題的癥結依舊與這段時期的歷史有

關。韓戰後，美軍在東亞防禦系統的部署主要是針對共產中國而建立反共圍堵防線，舉凡在地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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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被納入這一道反共防線的國家都必須與美國的軍事經濟力量配合。電視媒介在二次戰後即

被視為是如同廣播一樣強力的宣傳、社會整合與控制的科技形式，自然也是兵家必爭之器。1

電視台在東亞國家的設立與當時的冷戰結構有極其密切的關係，雖然一九五 0 年代台灣尚無

電視，但是諸多籌備電視的說法和計畫已經在東亞各國進行，台灣也深深牽涉其中，只是台灣的

電視台籌設延宕至六 0 年代方著手進行。 

從東亞各國電視籌備的經驗看來，電視台之籌劃非當時一國一地之力可成，而是在美國或是

其他外資外力的挹注下方有所為。從這樣的歷史脈絡中觀照台灣的電視產業發展，至少可以確立

幾個關鍵的理解： 

首先是，不論是在物質的生產基礎上或是文化的意識形態上，「冷戰」是超越國家疆界的集

體經驗，二次戰後各國的產經與文化研究均不能忽視冷戰這一巨觀條件； 

其次是「區域化」與「全球化」概念需確實置於特定歷史脈絡中理解，亦即，在研究媒體產

業的跨國特性時，也必須將這兩種概念歷史化； 

第三，討論冷戰時期台灣電視媒體發展的社會條件至少應將國族主義、去殖民化政策、工業

經濟發展與消費社會之形成等因素納入考量。台灣的電視產業雖然看似屬於國家機器的內部系

統，但是媒體產業的研究不能獨立於其他外在牽制條件之外討論，權力的行使和決策研究也無法

將政府或政黨視為一封閉系統來談。一般對於台灣成立電視台的看法多傾向於將國民黨的政治運

作視為一無庸置疑的整體，然而在爬梳史料之後我們可以發現，權力運作的機制不能也不應被本

質化看作是有完整意志的整體，其內的紛爭齟齬可謂相當複雜，而當時雖然處於威權政治時期，

政治菁英之間的鬥爭和意識形態的糾葛也令可人對於當時社會理解的想像和闡述更具體。 

 

二 文獻 

電視的普及始於二次大戰之後，對於戰後電視機的社會普及過程，美國、英國和日本等率先

發展電視產業的國家均有知名的研究。這些研究均認為，二次戰後因為國際間的政治情勢加上由

國家主導的現代化經濟策略，發展出以電視機連結現代家庭生活作為國族主義想像核心的社會論

述。但是，由於各國歷史狀況和社會條件各有不同，這些研究對於電視機普及的成因以及各國電

視機發展論述的解釋基調亦略有差異，茲列舉如下。 

英國方面以 Raymond Williams 和 Roger Silverstone 的研究最為著稱。Williams 對電視科技的研

究著重於電視所造成的社會文化形式的改變(Williams,1992)。他不認為科技是社會型態的決定力

量，而應該將科技視為複雜社會形構的結果。他並以英國的電視節目內容以及流程編排為例，分

                                                 
1 關於二次戰後將電視做為有力的宣傳媒介等相關政治經濟歷史研究，可參見戰後美國參與德國

電視廣播重建發展的例子。二次戰前，德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發展電視工業的國家，柏林的Funkturm 
(radio tower)於一九三五年三月開始，每日兩小時固定播放電視節目，一九三六年的柏林奧林匹

克運動會也已經有電視轉播。二次戰後德國為美國與蘇聯佔領，二強對於德國的廣播電視應如何

發展與管理的討論，歐美學界均有大量研究，這些研究指出，二強均視電視波頻為必爭之宣傳武

器。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於 1990 年曾有一期特刊專門處理此議題，可

參見當期Uricchio, William.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German television,’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10:2, 115-122，以及Hempel, Manfred. ‘German Television pioneer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Programming and Wonder Weapons’,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10:2, 123-162.另有關於國際電訊聯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TU)
於二次戰後幾次會議中，美國、蘇聯和聯合國協商過程的研究亦指出相似觀點，參見Schwoch, 
James. (2001). ‘Cold War Telecommunications Strategy and the Question of German Television’,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21:2, 10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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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觀眾整晚坐在家中觀看線性流程的電視節目可能造成的個人文化經驗，以及社會逐漸以家庭作

為生活重心的趨勢。Williams 提出「流動的藏私」(或譯「流動的私化」mobile privatization)概念，

即指這種同時可以滿足流動也滿足家庭作為生活中心的現代社會的文化現象。在一九五 0 年代初

期的英國社會，人們花費在使居家更為隱私化的金額顯著提高，居住的家庭在空間距離上也愈來

愈遠離政治樞紐與經濟上的生產中心，因此這種流動藏私乃係英國戰後小家庭興起所形成的新的

溝通型態(Williams, 1992:39-43)。Williams 的這個觀察點出了電視廣播對於家庭與外在的公共空間

的接連關係：一種由中央向各家庭單位傳輸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傳輸與接收的技術條件先於

內容出現，內容只是科技的副產品，而非憑空獨立而成(Williams, 1992:43)。 

而Roger Silverstone(1994)則致力於電視與日常生活之關係的研究，他將電視相關的各層面做

了詳盡的分析，不但處理了電視機的社會意涵，也釐清了電視節目內容、電視觀眾、和居家性等

研究概念。他特別提及英國郊區電視化的論述應有三個歷史的視野可以觀察：一為電視之存在強

化了郊區發展並使郊區發展成為可能；二是電視在節目的主流迷思中提供郊區的美夢(或噩夢)的

物化影像；三為電視是一組機制也是一個媒介，在型式與內容上，電視是一個混雜的機制，它創

造並展示迷思，「化解了貧脊空乏郊區生活中現代性的曖昧」(Silverstone，1994：56)。Silverstone

提出以能動性(agency), 現代性(modernity)以及居家性(domesticity)為研究電視文化的三個軸線。他

認為電視機的馴化(domesticate) 2過程必須在居家性的脈絡中理解，將電視機理解為家庭媒介時，

也需澄清家(home)、家庭(family)、家戶(household)三種觀念在電視論述中的區隔，將「居家性」

問題化，視之為「公共與私人之間常變關係的歷史產物」(Silverstone, 1994：25-40)。 

在美國的研究也是以家庭價值的論述生產為主軸，其中 Lynn Spigel 為此研究之前驅之ㄧ，

她的電視機社會意涵研究可以說是五 0 年代的電視文化史，其中特別著重於分析二次戰後之「家

庭」概念型塑與都市規劃中的「郊區」(suburb)發展。在一九四八年到一九五五年之間，美國政

府為了開發郊區，鼓勵郊區家庭裝設電視機，逐步打造了郊區生活的空間特色：一種在空間上孤

立而隔絕，卻又因電視普及而彷彿能知天下事的郊區家庭生活模式。隨著郊區的拓展，電視機也

迅速地進入了美國的家庭生活(Spigel,1992a)。Lynn Spigel(1992b)並研究電視機與戰後的居家性

(domesticity)和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關聯。她認為，就空間意義上來說，電視櫃(TV hearth)在這一

波戰後家庭重建運動中取代了壁爐(hearth)，成為新的家庭象徵，一家人聚在電視前看電視的景象

代表了解甲歸田後重回家園的愛與溫暖，電視使人忘卻戰爭的痛苦，家庭價值被建構為國家價值

的新核心，而電視便成為建構國家的愛、溫暖和價值的最基礎元件。同時，Spigel 的研究也特別

側重二次戰後電視機進入美國家庭之後重塑了家庭空間的過程，以及電視如何進一步影響家庭內

的性別互動關係。總而言之，因為電視機進入家庭，「家」的想像和定義在戰後有了新的社會意

義，這個意義既是私密的，也是國族的。 

日本學者吉見俊哉(Yoshimi Shunya)曾就日本戰後的科技國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做研

究，他指出，日本的電器生產與消費和日本戰後國族主義興起有密不可分的關係。日本在戰後的

廿年間，因經濟和電子業的迅速發展，逐漸建立起電子國家(electronic nation)的論述(Yoshimi，

1999：p149)。從一九五 0 年代末開始，這個論述將日本的國族主義和以美國主義為基礎的科技

主義融合在一起，藉由一種對照的方式建構出日本的文化本質：美國個人主義 vs 日本集體主義﹔

                                                 
2 臺灣亦見將domesticity直接譯為馴化一辭，但如此翻譯則偏離該書論點。Silverstone對電視的論

述細密，輾轉迂迴於家居和馴化的雙面意涵之間，參見該書結論之 174-1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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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先進發明 vs 日本的精準應用，並從而發展為一九七 0 年代日本成為科技國族的自信。除

了促進電器產品的大量生產之外，吉見認為，這種國族主義也從日常生活中的面向展開，一方面

將美國的生活風格塑造為慾望的標的，標榜家庭活動理性化電氣化，從而進行生活的改善或改

造。另一方面，電視成為日本的全國性媒體，成為日常生活的象徵物件，將家庭記憶和國家歷史

緊密地連結在一起，特別是五 0 年代群眾聚集街頭看電視播放的相撲比賽，以及六 0 年代的電視

走入家庭後晚餐黃金時段的節目，使得電視成為顯著的社會現象，它型塑記憶、建構了全國的生

活作息，是戰後的日本成為民族國家的中心媒介。(Yoshimi，2003：p484)。 

在一九五 0 年代末的日本，洗衣機、電冰箱、黑白電視被譽為是進步的三神器，一九六 0

年代末的三神器則是車、冷氣、彩色電視（Yoshimi，1999：p154-155）。吉見分析了當年的家電

廣告，指出家庭空間與國家形象圍繞三神器做出了明白的性別區隔：以消費和使用為主的電器廣

告強調家庭主婦形象與美式生活，以日本國家形象為主的廣告則強調工程師作為生產的主體

(Yoshimi，1999：p165；Yoshimi，2003：p475)。日本電器產品與家庭／國家的關聯想像一直持續

到一九七 0 年代中期之後才由另一種超越空間界線的抽象身體形象取代。 

上述這些研究均認為，二次戰後在歐美以及日本等地的消費社會的出現與「家國」情感的穩

定維繫有關，而這些「家國」情感的建立又是由電視機這種超越空間限制的媒介完成。二次戰後，

電視機在各社會普及的過程與這些社會的「發展」步驟若合符節，電視實體／內容的生產與消費

成為現代化生活的重要指標，電視機本身既是現代性想像的慾望對象物，也是承載並型塑此一文

化想像的工具。電視在極短的時間內於已開發國家普及化，進入日常生活場域，改變家庭互動模

式，使地方與空間關係脫節，使生活作息改變，轉化了訊息的傳遞方式，並以即時的視覺性強勢

影響了當時的社會文化構成(Silverstone, 1992)。「大眾」的形貌首度以立即可見的方式現身，社會

因電視即時再現重要事件而迅速生產並凝聚共識。3  

 

三 研究內容說明 

在台灣而言，表面上也看似如此。「電視」確實是一九六 0 年代生產的重點、現代化的必備

要件、農村電氣化的具體象徵，也是社會富裕的指標。電視進入家庭空間的過程在台灣社會而言

一樣也不脫「國」與「家」的論述面向。「國」的面向而言，意指社會因著電視的引入而整體地

進入了現代化的進步生活之想像，；「家」的面向則特別顯現在理想家庭與成員角色的塑造。此

二點並非憑空出現在台灣的電視與生活型態的想像之中，也非台灣社會自創之連結模式，而是與

當時凌駕一切的國家發展論述和國際局勢有關。在台灣的社會而言，由於黨國力量的強勢主導，

「國」的操作相對決定了電視在「家」領域之內的條件，例如，電視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學習係轉

接自日本的工業發展型態﹔而電視與政治宣傳、進步生活、兒童教養、國民教育的想像則是轉接

自歐美國家對於電視的各種既成論述，重新賦予意義而成。 

在台灣的國際政治脈絡而言，「電視時代來臨」這樣的宣稱除了是一種結合科技與軍事競爭

的進步論之外，同時也隱含著冷戰時期國土疆域的安全管制的雙刃：一方面，電視的出現強化了

由上而下的國民文化教育；另方面，為方便管轄和檢查，早在台灣電視台成立之前，一九五九年

                                                 
3 在電視滲透歐美社會約十年之後產生了諸多視覺媒介傳播文化現象，加拿大學者麥克魯漢

(McLuhan，1964)提出電氣時代的「媒體延伸說」並宣佈地球村的到來，以及美國學者Gerbner研

究長達十年而提出的涵化理論(1967-1976)，均是不同的研究典範企圖為這樣的媒介所帶來的巨幅

社會文化改變勾勒形貌，並提出問題和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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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即已制定「電視廣播接收機登記規則」，其中第二條、第三條與第七條規定，購買電視機

按規定需同時購買執照，執照費為銀元四十元，機件不得任意變更(總統府公報第一 00 七號，民

國四十八年三月三十一日交通部令)。 

由於台灣電視事業的發展始終處於一種政治作戰機器的理解架構下，除了在政治策略上電視

的內容成為國家意識形態的傳散媒介之外，電視機的機件也必須善加管理。國民政府一方面對中

國大陸進行心戰廣播，另方面也明令電視機的收訊機組須經過拆除檢驗，一九六三年依「動員戡

亂時期無線電收音機及電視接收機管制辦法」言明為「取締收聽軍用通信或匪俄廣播，以確保地

方治安，配合動員需要」制定，其辦法之第三條、第七條規定，所有電視接收機之頻率範圍，以

二一 0 兆週以下，一七四兆週以上為限；由國外進口之電視接收機需拆除一七四兆週以下之頻路

(總統府公報第一五 0 一號，民國五十二年十二月廿七日行政院令，動員時期無線電收音機及電

視接收機管制辦法)。 

因此，如同上述英、美、日等國的研究揭示，藉由電視機這個端點，「國」與「家」建立了

前所未有的緊密關係。從私領域的「家」而言，這意味著私領域和公領域的界分有了新的協商和

理解方式﹔從「國」的角度而言，這意味著國家能夠以更直接而有效的方式將政令教化傳導到最

末端的點上，不需要經過層層的組織工作。除此之外，在台灣這樣一個處於反共冷戰前線的後進

發展社會裡，作為現代社會休閒生活象徵的電視機，也成為強調經濟建設富足安康的成果之一，

以凸顯相對於海峽對岸共產中國的貧困與肅殺。換言之，電視機的機體形式在電視事業發展初期

是全面地服膺於國家的教養(pedagogical)與管制之下，成為一台充滿政治意義的文化機械──既

提供民生娛樂，也從事政治宣傳心理作戰。也因此，相對於歐美日等國對於電視機與消費社會、

家庭安居化的解釋，在冷戰前線的後進社會裡，電視機的角色與這些先進國家的研究解釋大相逕

庭。東亞威權政府控制下的諸國之電視機不只是一台溫馨的消費機器，它是黨國的政治外交與經

濟資本的籌碼(林麗雲，2006)，它也是集所有社會危機意識於一身的、用以維繫社會成員於「居

安思危的戰備狀態」的戰爭機器。換言之，如果歐美社會的電視機是使社會忘卻二次大戰的機器，

在東亞它則是延續戰爭意識與戰備狀態的機器之ㄧ。 

事實上，在一九六二年台視開播之日，台灣的電子業尚無獨立製造電視接收機的技術，幾乎

全部設備都是由日本引進。台灣在工業化初期階段，日本是最主要的技術援助來源，特別是，一

九六 0 年代初期，電視技術供應者一概是日本製造商(瞿宛文、安士敦，2003：31)。4當時這些中

日合作生產的電視機並不出口，而是內銷，既然內銷就必須遵守國產零件比例須逐年遞增的規

定，因此技術不僅是轉移到台灣合資廠商，也轉移給了台灣的零件供應商，當然這也造成台灣電

子廠商對日本零組件的高度依賴。不論是聲寶公司、東元電機或是大同公司，都是藉由與日本建

立成功的合資企業，從而學習生產技術。5根據瞿宛文與安士敦的研究，日本資本對台灣工業化

過程的影響甚鉅，即使是一九七 0 年代台灣開始出口彩色電視機，這些彩視也是與日本廠商簽訂

                                                 
4 二次戰後台灣工商業界之所以能夠取得國際代工的機會，其關鍵原因在於他們在戰前殖民時期

和日本大製造商的個人聯繫。(瞿宛文、安士敦，2003：23)。 
5 然而，根據聲寶公司陳茂榜的訪談，這個技術學習的過程十分曲折。台視獨家進口的電視機組

件只是「日本將機器在日本做好，運到台灣加裝個木箱」。即使後來聲寶與日方夏普取得技術合

作，剛開始本地廠商僅能製作其外殼組裝，「除了裝木箱之外，不過是多做了一個喇叭和一塊底

盤的鐵板」，沒有製造的實際能力，後來才向日方進口必要的零組件，自行整台裝配(史蒂華，

1991：30)。因此，儘管當時經濟部規定必須使用國產自製零件比例，這個規定的理想和實際執

行的狀況顯然是經過很長的摸索才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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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合同而生產的。從一九五二年到一九七九年之間，本地電子廠商和外國技術供應商共簽訂

337 件技術授權合同，其中高達 236 件是與日本廠商簽訂的。直到一九七 0 年代台灣仍有高達 59.8%

的資本財從日本進口(瞿宛文、安士敦，2003：32-33)。 

因此，儘管在民族主義上，國府的經濟和文化政策與「日本」一直有強烈的拉鋸，國府最後

還是與日本合作創辦電視台，而日本產的電視機和其他家電用品也持續在現實的生活消費中遍

存。台視成立後獨家販售的，是由日方進口的一萬五千架電視機、一九六三年洪健全的台灣松下

電氣首先打破台視獨占的局面，與日本技術合作設廠生產國際牌電視，隨後一九六四年有興榮、

歌林、東興6、三洋電機、臺富等電視廠商相繼成立，均與日本技術合作或合資(中華民國電視年

鑑：1976：187)。一九六四年十月，工業指標企業大同公司亦開始與日本東芝電氣技術合作生產

大同電視機，儘管大同公司與東芝技術交流頻繁，大同時常派員赴東芝受訓，在大同電視的市場

宣傳上完全不見東芝技術合作的字樣，而且更進一步轉變為「愛用國貨」的宣傳，大同更強調它

與「市場上幾款日本色彩濃厚的產品」不同(林挺生，1964)。總而言之，日本品牌或與日本技術

合作的電視機幾乎是獨佔了早期的台灣電視機市場。 

在此一個相當矛盾的現象已浮現：在文化上，國府亟欲去除日本在台灣的殖民遺緒，因此曾

明文禁止公共場所、學校、報紙刊物與廣播之日語。然而，在生產技術上，由於當時日本已是世

界上電視機的第二生產大國，台灣發展電視工業與日本合作，在科技層面上，也就是物質生產上，

非常依賴日本公司的技術合作，本地的電視機製造商原本在二次大戰前就已經與日本商社建立多

年的合作關係，電視公司也有日方部份資本﹔但是在電視內容和文化上，日文卻是一個禁忌，儘

管當時日本電影尚可以合法進口上映7，但是電視上卻完全不准出現日文，甚至曾發生因誤播日

文而造成負責官員受懲的事件。這個「文化政策上反日，發展技術上依日」的矛盾從來沒有解開，

從一九五 0 年代末中國大陸日本雙方互動頻繁、一九六二年日本自民黨二訪中國，同年中國大陸

與日本簽訂中日綜合貿易備忘錄之後，台灣當局和日本的政治緊張關係就一直存在，且在一九七

二年斷交之後急劇降至冰點。也就是說，民間社會的親日氛圍和經濟的依日事實是一個在政治上

不能承認也不能明說的狀況。8台灣社會的種種文化矛盾也因此而起，這些文化政治與工業生產

的衝突問題在日後不斷出現，台灣後來甚至常年出現日文被禁，但日本產品始終暢銷的狀況。這

樣的主流文化言論和實際物質生產與消費狀況的認知分裂一直存在，直到一九八四年日片正式解

禁為止。 

 

四 結論：電視文化論述的開端 

綜上所述，由於日本殖民者在戰敗之後並非徹底的撤離，其殖民的遺緒和結構性影響仍然遍

存，儘管文化政策和外交政策上，國府都曾因不同的理由將日本文化禁除，但是日本在韓戰後由

美國主導的東亞冷戰結構中，繼續影響台灣的經濟與政治。9從一九五四年至一九六二年之間電

                                                 
6 一九六四年後與東正堂合併為聲寶電器，見注釋十二。 
7 日片在台灣的管制時寬時嚴，一九六三年日片遭禁，一九六五年開放，一九七四年再禁，一九

八四又放。 
8 即使在一九七二年中日斷交後，時任行政院長孫運璿亦曾向工商界擔保，政府絕不會與日本斷

絕一切往來(史蒂華，1991：37)。 
9 Bruce Cumings (1999) 認為，東亞各國戰後都以「威權官僚式工業化政權」(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industrializing regime)推動經濟，而美國在戰後的冷戰架構中極力維護這個模式。轉

引自瞿宛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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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產業設置的紛爭看來，造成這樣複雜的產業糾結其後隱藏的諸因是：台灣被日本殖民的文化經

濟經驗、二次大戰時國府的抗日記憶、與共產中國的外交和軍事競爭、以及國民黨的反共情結。 

就是在這樣一個殖民記憶和冷戰關係交錯的社會條件下，政策和產業均受此結構關係牽制影

響，電視進入台灣的過程，正是這樣一個非常激烈的對話過程。由此可見，關於台灣的現代性以

及後殖民文化型構討論，乃至於戰後黨國主導的經濟發展策略，均無法脫離殖民及冷戰結構的大

條件。相對於歐美日等國的消費社會型態電視發展，這個媒介在台灣的發展並不適用這些國家的

學者所提出的解釋方式。 

在這個長達數年的社會對話過程中，台灣社會關於電視的論述慢慢成型。雖然臺灣的電視論

述表面上一直與美國生活風格想像有所關聯，與日本在一九五 0 年代打造的科技國族主義的論述

途徑相似，但是當時的台灣電視與國家的關係是控制工具的關係，也是思想教化的關係，且因為

生產技術上極依賴日本，因此電視生產在台灣沒有像日本一樣成為電子國家本質論的條件。生產

上電視機雖是六 0 與七 0 年代現代化的重點產業，文化上它一直保持在「馴化」的角色，此一「馴

化」並非僅是英美學者所言的「家居性」，另外還包含了國家對現代科技的馴化、以及國家對社

會民心的教化意圖。更由於台灣電視產業官商共謀的結構，使得電視機的社會角色在接下來的三

十年間始終不脫此一「馴化」、「教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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